
士绅、 僧人与平民的

　 三种金鸡桥叙述∗ ①

———明前期泉州社会的 “变” 与 “不变”

杨园章

【摘 　 　 要】 现存成化年间由泉州士绅和僧人撰写的两种金鸡桥重修碑

记, 以及天顺年间晋江下游平民的金鸡水利计划文本, 是理解明前期泉州社

会的重要线索。 朱鉴等士绅推重辉煌的宋元历史记忆, 定浩等僧人凸显僧人

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 王廷慎的计划则反映出晋江平原村落居民由从事海上

贸易到经营农田 水 利 的 生 计 转 型。 我 们 从 中 固 然 看 到 了 泉 州 “ 逝 去 的 繁

荣”, 但亦可见当地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存策略与生存空间, 以及旧有传

统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的基本事实。 经由金鸡桥, 我们不仅能往来于晋江两

岸, 还可对明前期泉州社会的 “变” 与 “不变” 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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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1 年 7 月, “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成功列入 《世界

·641·

① 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青启计划” “泉州多元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包容性研

究” (2024QQJH146) 的资助。 匿名评审专家和责任编辑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

见, 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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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名录》, 其价值主要在于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

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① 这集中反映出学界对宋元时期泉州的基本认识, 亦

即王铭铭指出的, 各种异域文化 “在明以前汇合到此”, 展现出 “一种世界

形象”。② 然而,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入明后泉州的地位明显下降: 成化八

年 (1472 年), 北宋元祐二年 (1087 年) 创设的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

州;③ 明中后期, 闽南海上贸易的商业中心由泉州港转移到了漳州月港, 后

又为厦门取代。④ 同时, 此前汇聚泉州的各种异域文化在元末明初的战乱和

社会动荡后, 或销声匿迹, 或改头换面, 故王铭铭认为: “宋元泉州的文化

多元主义模式, 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⑤

关于明代泉州经济是否逐渐衰落, 当地社会是否趋于封闭, 学界存在明

显分歧。 通过辨析苏基朗、 王铭铭、 蒋楠的观点, 笔者曾提出: 虽然在对

“繁荣” 和 “开放” 的理解方面, 蒋楠与苏基朗、 王铭铭分歧较大, 认为

“宋元以后的泉州并未走向衰落, 泉州的海洋传统也并未因明清时期的海禁

而中断”,⑥ 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可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苏基朗探讨了

自唐末至元代以泉州城为核心区域的市场和社会网络的建立, 王铭铭还原了

宋元明清时期泉州 “城” 进 “市” 退的过程, 蒋楠则考察了在泉州城及主

港衰落后城墙以外区域的发展, 可视为对苏、 王二人研究的补充。 简单地

说, 泉州在上述时段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从散到聚, 又从聚到散。⑦ 因此,
我们不应急于对明代泉州是否衰落、 是否封闭做出判断, 而要首先厘清泉州

社会在明代尤其是明前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金鸡桥, 又称金溪桥, 位于今南安市九日山南, 跨晋江而立, 溯流而上

近 8 公里即东溪、 西溪 (晋江两大支流) 交汇处双溪口; 下游不远处便是丰

州城 (今南安丰州镇), 顺流而下约 8 公里即泉州城。 桥东南与紫帽山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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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 《福建的文化与自然遗产: 汉英对照》, 福建人民出

版社 2021 年版, 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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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陈明德: 《试论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及其影响》, 《福建论坛》 (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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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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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页。
蒋楠: 《流动的社区: 宋元以来泉州湾的地域社会与海外拓展》,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29 页。
参见杨园章: 《明代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2 年, 第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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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6 公里左右, 循九十九溪可通六里陂、 七首塘而抵海; 桥西南则入南安

境内各乡都, 至于同安。 早在以丰州为闽南政治中心的唐代以前, 金鸡桥附

近便是晋江南岸各地人员往来州治的重要通道; 宋元时期, 九日山祈风活动

的频繁举行, 更增添了金鸡桥的特殊意义; 入明后, 该桥仍是许多南安、 同

安人员前往县城、 府城的必经之地。
金鸡桥始建于两宋之际, 在南宋时期先后经历续建与重修。 明永乐年

间, 金鸡桥毁于火灾, 后虽经修缮, 但旋又不敷使用。 成化十一年, 泉州知

府徐源出面组织重修金鸡桥, 现存最早的两种修缮金鸡桥碑记皆述及徐源的

事迹: 一为泉州士绅右副都御史朱鉴 (1390—1477 年) 所撰 《南安金鸡桥

记》 (原碑不存); 一为僧人定浩 (生卒年不详) 撰文、 圆清 (生卒年不详)
刻石的纪事碑刻 (今存九日山石佛亭后岩壁)。 二者与天顺年间晋江下游平民

的金鸡水利计划文本相得益彰, 提供了关于同一事物的来自士绅、 僧人与平民

的至少三种分析维度, 是我们理解明前期泉州社会的重要参照。 进一步而言,
相关讨论或有助于加强近代以来泉州研究的两种主要路径之间的关联性。①

二、 朱鉴的记文: 士绅复兴文运的渴望

朱鉴 《南安金鸡桥记》 云:
泉之南安县西数里许有大溪, 古名金鸡渡。 环溪之前后有金粟、 紫

帽、 清源、 翠屏诸山。 东则翼以黄龙江, 西则殿以飞阳庙, 郡邑之胜概

于是为最。 谶云: “金鸡通人行, 状元方始生。” 宋宣和, 给事江公谨,
因葬母, 造舟浮桥, 建炎丁未始告成, 梁文靖公适生。 久, 舟废。 嘉定

间, 郡守叶廷珪命守净募缘, 创为石墩, 架以木梁, 覆以楼阁, 人甚便

焉。 是时文靖公名魁天下, 其言足征也。 入国朝洪武二十三年鉴始生,
又九年道经于此, 桥之规制犹有存而未毁者。 永乐初, 梁阁没于灾, 仅

三五石墩存焉, 人复病之。 又十年, 为今成化乙未, 太守徐公悯人病

涉, 乃谋诸同寅, 欲修缮之。 有工师李王生者告云: “水深数丈, 无容

措手足, 未可为也。” 公乃率同僚友往视, 果如言。 越数日, 王生走报

云: “沙涨数丈, 功可举也。” 公又与同僚友往视之, 复如言。 乃鸠工

市材, 命知县马燧、 经历钟强董其事, 与凡趋事施帑者, 咸出于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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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铭铭将近代以来泉州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 “在泉州历史之河流淌过的诸文明因素

中, 最引学者注目者, 有两类: 其一, 在明以前汇合到此的各种异域文化; 其二, 发自

本土的、 有顽强生命力的 ‘汉人民间文化’。 前一类因素, 给予泉州一种世界形象, 后

一类, 则与此大相径庭, 突显这座滨海城市保留的乡土色彩。” 见王铭铭: 《刺桐城: 滨

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三联书店 2018 年版, 第 4 页。



迨兹岁五月朔日落成, 沙忽退去, 水深如故, 然则桥之作殆有数欤? 其

规模视昔有加: 墩十有七, 每墩架桃木九十有九铺, 巨梁有十, 上则建

长亭八十三间, 傍则翼遮屏三十有四。 雄哉斯桥也! 佥曰: “功成不可

无纪。” 太守曰: “知斯桥之颠末, 今之老成惟都宪朱先生在。” 遂以记

请。 予曰: “先正谓平政君子, ‘岁十一月, 徒杠成; 十二月, 舆梁成,
民未病涉也’。 若太守者, 其知所以为政欤!”①

朱鉴, 晋江人, 永乐十五年 (1417 年) 举人, 会试乙榜出身, 从学官

起家; 正统十四年 (1449 年), 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 景泰三年 (1452
年), 被召回执掌都察院, 因反对朱祁钰改换太子, 乞致仕; 此后乡居 27
年, 在朱见深即位后晋二品阶资善大夫, 卒于成化十三年, 享年 88 岁。②

朱鉴一生跨洪武至成化, 不仅是明开国近百年间泉州地位最显赫的官员, 而

且交游广泛, 在朝堂、 地方与士林皆有巨大影响力。 考虑到朱鉴的地位、 声

望与人脉, 其所撰纪功碑对徐源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政治资本, 故徐氏以 87
岁高龄的朱鉴熟知金鸡桥兴废历史为由请文, 后者则心领神会地引用 《孟

子·离娄下》 的至理名言加以回应。
据朱鉴年谱, 天顺六年 (1462 年) 五月二十五日, 朱鉴游南安, “同县

尹邹公琏观造金鸡桥”, 当晚从龙江顺流而下, 并有诗作。③ 是知前引记文

在 “永乐初, 梁阁没于灾, 仅三五石墩存焉, 人复病之” 与 “又十年, 为

今成化乙未” 之间明显有脱文, 当记邹琏修金鸡桥事。 此后, 桥复坏, 方有

徐源修桥一事。 成化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朱鉴 “同郡守徐公等往金鸡告神

兴工造桥”, 次年正月二十三日, “贺太府上金鸡桥梁”, 小字注 “公为记见

《愿学稿》”。④ 此 “记” 当即 《南安金鸡桥记》。 由金鸡桥于成化十一年四

月告神兴工、 次年正月上梁可知, 记文 “兹岁五月朔日落成” 中的 “兹岁”
应为成化十二年。 又据僧人定浩的纪事碑刻, “桥成, 徐公以忧去未及庆

成”,⑤ 徐源很可能在金鸡桥上梁后不久丁忧离职, 后续工作则照常进行。
从记文的内容来看, 朱鉴先是通过 “入国朝洪武二十三年鉴始生” 云云强

调自己作为百年兴衰见证者的特殊身份, 以此突出徐源重修金鸡桥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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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鉴: 《南安金鸡桥记》, 何炯编: 《清源文献》 卷 13 《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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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刊·史部》 第 3 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53 ~ 392 页。
参见朱得章等编: 《朱简斋年谱》, 李坚、 刘波、 吕淑贤编: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

本丛刊·史部》 第 3 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352 页。
参见朱得章等编: 《朱简斋年谱》, 李坚、 刘波、 吕淑贤编: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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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柏龄: 《九日山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74 页。



贡献, 并与谶语 “金鸡通人行, 状元方始生” 暗相呼应。 接着, 朱鉴详细

描述了徐源两次勘察施工条件的经过, 看似冗赘, 但对比朱氏在景泰年间为

谢琛重修泉州城外通济桥所作记文较为简略的过程描写,① 这种 “赘述” 绝

非八十余岁的朱鉴不善行文的表现, 恰恰相反, 他正是要通过从 “未可为”
到 “功可 举 ”、 从 “ 沙 涨 ” 到 “ 沙 退 ” 证 明 徐 源 重 修 金 鸡 桥 契 合 某 种

“数” ———一种预示泉州文运即将复兴的天意, 而这种 “神迹” 在后文所引

僧人定浩的叙述中毫无踪迹可寻。
在整篇记文中, 古老的谶语为重修金鸡桥赋予了形塑地方人文传统的重

要意义。 事实上, 朱鉴所引 “金鸡通人行, 状元方始生” 早在北宋末年已

经出现, 并深入人心, 在 《夷坚志》 中即有 “金溪渡谶” 条:
泉州南安县金溪渡, 去县数里, 阔百许丈, 湍险深浚, 不可以为梁。

旧相传谶语云: “金溪通人行, 状元方始生。” 郡人皆欲副其谶, 姓金者

多更名 “通行”, 姓方者更名 “始生”, 然莫有应者。 江给事常自京师丁

母夫人忧归泉南, 建炎丁未, 卜墓地于渡之南岸。 工役者日有履险之劳。
南安宰事江公谨甚, 命暂联竹筏为小桥, 仅可轻单往来, 未几, 复为水

所坏。 是年实生梁丞相, 所谓 “通人行” 之语, 其应如是。②

或许是后人抄录失误的缘故, 朱鉴的说法与 《夷坚志》 存在不少出入,
但在金鸡桥与泉州文运密切相联这一点上, 二者完全一致。 陈进国曾提出

“学场” 的概念, 主要指 “事关一个区域之文教事业、 能诞育人文的公共空

间秩序”, 如地方儒学、 书院、 寺庙、 文峰塔等 “被地域社会群体幻像成有

助于 ‘兴人文’ 或 ‘发科甲’ 的场所”, 亦即 “学场是一种由士绅所设定的

人文空间秩序和文化 ‘象征场’”。③ 陈进国还进一步指出, “作为特殊的人

文化公共空间, 地方儒学与一个地域的文教事业或科名关系最大, 自然被历

代官僚、 乡绅等预设了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形式和幻象”,④ 而金鸡桥即泉州

文运所系。 值得注意的是, 明前期泉州士人的科举成绩乏善可陈, 在省内几乎

敬陪末座, 同昔日的盛况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 根据 《闽省贤书》 所收数据,
泉州士人在宣德至成化时期福建乡试的成绩, 相比洪武至永乐时期出现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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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版, 第 524 页。
陈进国: 《信仰、 仪式与乡土社会: 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28 页。



步下滑, 从大体保持在省内占 10% 的名额, 跌落至竟有一半科次的占比不及

5% 。① 明乎此, 便更易于理解朱鉴笔下徐源重修金鸡桥的多重意义———不仅

促进了交通往来, 而且给处于低谷的泉州士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 重新唤醒了

封存于其内心深处的对宋代辉煌科举成绩代表的繁盛时代的记忆与渴望。
泉州士绅渴望重塑辉煌的心态还反映在营建铁炉庙和城内水道等学场

上。 在重修金鸡桥前三年, 由泉州知府徐源、 泉州卫指挥同知秦琨领衔, 众

生员列名重立永乐初年杨曜宗所撰 《铁炉庙记》 的活动, 也可视为营建学

场的一部分。 铁炉庙原为五代留从效造兵器之地, 宋代曾从龙未登第前曾在

此祷告, 后于庆元年间高中状元, 故该庙在嘉泰年间得以重修。 此后历久庙

废, 至建文年间, 方由通判洪葆捐俸倡修, 庙旁乡耆曾志民、 陈志高等人任

事。② 据 《闽书抄》, 铁炉庙供奉的应魁圣王 “为文章司命, 盖天神也, 其

灵可梦云”,③ 被认为是主管科举文运的神明。 又据朱鉴年谱, 成化九年五

月初十日, 朱鉴与徐源 “观开城中河道”, “从兹文运大振, 粮道亦通”; 十

一天后, 朱鉴又同郡邑长官 “改晋江学门”,④ 以期扭转风水, 可见他曾多

次参与营建泉州学场的活动。
借助朱鉴的记文及其提供的线索, 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经历长久的科举

低潮之后, 泉州士绅积极致力于营建学场, 展现出改变自身和地方命运的强

烈愿望。

三、 定浩的碑刻: 僧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

在九日山石佛岩东北后方石盆外壁上有明僧慈中石砚石盆纪事石刻一

通: “本□□□四□君□砚舍□□□□□寺僧慈中立。 大明成化十一年端午

记。”⑤ 成化十五年, 又有定浩的重修金溪桥及秦君亭纪事碑刻:
金溪桥, 宋嘉定间, 郡守叶命僧募缘成桥以通人行。 至国朝永乐癸

未回禄。 至成化乙未, 郡守徐公源按郡, 见桥圮, 人病徒涉, 命县令马

燧召匠计工再造, 委能干耆老黄裳督之, 黄葵、 陈继明募缘助之。 桥

成, 徐公以忧去未及庆成。 逮己亥夏, 黄裳、 黄葵、 赵柔、 洪昆请僧纲

司前都纲迪庵禧, 赞桥落成, 集诸山僧众智心、 德严、 静慜等于石佛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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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夏。 裳等与禧游, 观岩右有古迹秦君亭久废, 议欲鼎新, 辄捐资倡

始, 而裳等募缘共成。 今亭成, 夏毕, 住山慈中偕圆清来告刻石, 予拙

陋无文, 始直述其事, 以纪岁月云耳。 成化己亥年七月望日。 寺主定

浩, 岩主圆清主石。①

该碑位于石佛岩附近, 距金鸡桥不远, 是僧人与耆老在合力重修秦君亭

后, 融修桥、 修亭二事为一体所立的纪事碑。 作者定浩当是九日山某座寺庙

的住持, 刻石者圆清则很可能是石佛岩的住持, 总之二者都是九日山的僧

人。 与朱鉴不同, 僧人既不在意 “金鸡通人行, 状元方始生” 的谶语, 以及

重修金鸡桥指向的振兴泉州文运的努力, 也未提及 “沙涨” “沙退” 等修桥时

出现的 “神迹”。 相反, 被朱鉴忽略的 “耆老黄裳” 等的作用在僧人这里受到

高度重视———金鸡桥得以重修, 离不开他们监督工程、 筹措资金的辛劳。
在石佛岩结夏期间, 僧人还发现秦君亭古迹 “久废”, 遂募缘修缮。 石佛

岩, 位于九日山西峰绝顶, 因宋乾德三年 (965 年) 陈洪进镌造石阿弥陀佛得

名。② 秦君亭, 又名隐君亭, 位于石佛岩近畔, 为纪念唐代隐士秦系而建。
秦系, 越州会稽人, 在安史之乱后避地九日山, 于西峰下结庐筑室隐居, 后

为谪官至此的宰相姜公辅营葬, 事毕 “东度秣陵”, 邑人思之, 在其筑庐处

建亭纪念, 又将西峰命名为 “高士峰”。③ 九日山现存许多崖刻皆涉及自宋

至明初官员、 士绅游览与修建秦君亭之事迹。④ 其中, 有落款时间为南宋淳

祐十二年 (1252 年) 端午的崖刻, 记载地方官赵竹屋捐俸重修三贤祠、 秦

君亭及铺造石阶之事, 由住山慧珪题刻;⑤ 明洪武元年 (1368 年), 泉州首

任知府常性携僚属游九日山, 亦有诗刻一段, 提及秦君亭尚存。⑥ 然而, 官

员、 士绅虽持续塑造秦君亭的意象和文化内涵, 却轻忽对秦君亭的修葺, 致

使其在明前期遭遇 “久废” 的窘境, 直到僧人 “捐资倡始” 才出现转机。
另外, 从 《南安金鸡桥记》 对金鸡桥规制的详细介绍来看, 该文的写

作目的恐非朱鉴年谱所谓贺上梁而是庆落成, 如此一来, 即便徐源丁忧离

任, 按照常理, 也应有别的官员到场主持落成活动。 有意思的是, 黄裳等在

三年后又邀请前任僧纲司都纲惠禧 (迪庵禧) “赞桥落成”。 如果将之理解

为某种庆贺完工的佛教仪式, 那么对耆老而言, 就相当于在官方之外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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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 (属于自己的) 庆成活动。 由此可见, 朱鉴侧重于讲述官员的功绩,
突出金鸡桥与泉州文运的关联; 而定浩则强调耆老的贡献, 以及佛教仪式对

桥梁的加持。 这种差异还提示我们, 惠禧等僧人很可能并未受邀参加此前由

官方主导的庆成活动, 负责相关仪式的应另有其人。
惠禧的事迹多有可考者。 今泉州清源山有成化十五年 《南台室禅关开山

记》 崖刻, 载僧人经营南台室始末。 元至顺三年 (1332 年), 僧白云在此修

行, 草创庐舍。 明正统年间, 僧明善敏殷等继住, 后屋宇朽坏, 已卸任都纲

的惠禧云游返泉, “捐舍衣钵, 谨募众缘”, 加以营造, 历时三载, 遂成规

模。 室主福瑶向罪山请文, 以纪念惠禧功德。 文末有主缘、 督工、 禅衲、 清

信士诸题名。① 据此, 结合前引重修金溪桥及秦君亭纪事碑刻可知, 惠禧很

可能在成化十五年二月南台室禅关竣工后受邀携众前往九日山, 为金鸡桥落

成举行仪式, 当年四月即于石佛岩结夏安养。② 另外, 惠禧还于成化十九年

重修清源山瑞像岩佛寺, 历时一年完工, 由泉州士绅庄楷撰文纪念。③ 综合

而言, 惠禧在清源山、 九日山一带的僧人和善信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诸山

僧众皆奉其为首。④

不过, 相较于过往, 僧人在明前期泉州公共事业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减

弱。 现有研究表明, 自唐末至元代, 寺院始终是泉州社会文化的中心, 僧人

在修筑桥梁、 营建水利设施、 普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中的表现格外引人注

目, 他们通过积极入世,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认可。⑤ 然而, 在经历了

元末明初的战乱以及明王朝对宗教的整顿之后, 泉州僧人的能量已大不如

前。 以桥梁而言, 程光裕指出, 宋代泉州僧人曾广泛参与筑梁活动, 多有以

术行著称者, 如道询一人即 “修造桥梁二百余所”,⑥ 而笔者根据地方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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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明前期泉州筑桥情况则显示, 虽仍有若干僧人参与其中, 但其影响已十

分有限。① 例如, 在前引定浩的纪事碑刻中, 未见僧人参与金鸡桥的修建活

动; 又如晋江安平桥, 宋时由僧祖派始建, 俟天顺三年重修该桥, 亦未见僧人

参与, 而由乡耆主事。② 究其原因, 主要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 虽然从

唐代百丈怀海开始, 便有 “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 的禅门清规, 但宋元时期

泉州存在数量庞大的僧人群体, 其供养主要来自海上贸易的获利而非农禅自

给, 在明王朝海禁政策的钳制下, 丧失原有经济来源的僧人的活动能力自然也

日渐衰微。 此外, 一些原先财力颇为雄厚的寺院的废弃也反映出僧人地位的下

降。 例如, 晋江布金院 (遗址在今石狮市) 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 (1364 年)
由浙江平阳州匠人铸造的重约 1500 千克的铜钟 (今存泉州开元寺), 足以证

明当时布金院的富有。 21 世纪初, 在布金院遗址还挖掘出两座明代僧人墓塔,
塔身上的条石刻有 “大明宣德庚戌年二月布金院住山释立”③ 等字样, 提供了

关于明代布金院的十分罕见的信息。 至迟在明正德年间, 布金院已遭废弃。④

从定浩的纪事碑刻里, 我们固然可以读出自唐代起泉州僧人参与地方公

共事务的传统的延续, 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明前期泉州僧人的力量有明显

的减弱, 原先以寺院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已然发生改变。

四、 王廷慎的计划: 从海上贸易到农田水利

在徐源倡议重修金鸡桥前不久, 晋江下游的民众即计划在金鸡桥附近开

凿水渠, 引水灌溉晋东平原, 唯因各方反对而被迫放弃。 对此, 朱鉴与定浩

皆略而不谈, 但在笔者看来, 这恰是由金鸡桥引出的第三种分析维度, 是理

解泉州社会在大规模海上贸易衰落后寻求转型的重要线索。
天顺年间金鸡水利计划详载于晋江沙堤王氏的家谱, 后收入 《太原王氏

沙堤乡志》, 兹节录如次:
福建等处承宣布政司泉州府晋江县二十六都臣民王廷慎, 谨奏为水

利民便事, 伏睹天顺元年七月十二日节该钦奉诏书内一款: 凡军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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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许诸人直言无隐, 钦此钦遵。 臣切见本县十九都、 二十三都、 二十

四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计七都居民四千五百

户, 秋粮米七千六百一十石。 田土并无泉源, 全籍盈塘、 沙塘、 濯缨

塘、 洑田塘、 龟湖塘、 石畔塘、 拱塘计七塘潴积雨水灌溉, 其塘原无活

源, 深一丈。 今历年久, 沙泥积浅, 深无五尺。 积水少不堪灌溉, 若逾

月不雨, 田土缺水失收, 人民饥窘, 税粮难办。 正统五年有知府尹宏,
爱民如子, 体知前项七塘田土缺水失收, 民遭困苦, 每询于众, 令陈救

济之方。 其年三月十五日有农民杨用、 王京生等八百二十三名, 画图贴

说赴府陈告, 乞就本府南安县金溪桥上筑坝, 立陡门, 分安溪、 永春溪

流, 引入长基洋埔, 开透匏瓠坑至官塘, 接本县三十三都斗林宫前, 潮

水通洋屿、 青茫等浦; 于桥下另开一沟至普陀港。 开透溜石南一湾, 水

自金溪直至本县十九都, 以至等都山麓六十余里, 水源长流灌注, 田得

有收, 民无饥窘, 税粮易办。 本府官受理, 躬亲踏勘明白, 未及奏闻,
尹宏病故, 其事遂寝, 至今不行, 农民失望。 如蒙准奏, 乞饬该部官转

行按、 布二司, 堂上官躬亲踏勘开凿疏通, 听利民便……①

该引文主体部分为王廷慎 (生卒年不详, 晋江沙堤乡平民) 赴京进本的

前后文献, 含奏本和皇帝、 工部的批复, 末尾是后人对此事结局的记述。 引文

仅节选王氏奏本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为金鸡水利计划的具体方案。 天顺元年

七月初, 承天门被火烧毁, 朱祁镇下诏大赦天下, 引文所谓 “凡军民利病,
许诸人直言无隐” 即出自相关诏书。② 王廷慎借此机会, 以 “水利民便” 为

由赴京陈奏。 金鸡水利计划的具体方案包括八个方面, 涉及渠道选址、 工程

修建、 人员安排和石料来源等, 如 “筑坝立陡门, 合用蚵壳烧灰”③ 云云。
王廷慎奏本所及晋江县十九都等七都的灌溉水源来自盈塘等七塘, 从更

大的范围而言, 这些都与塘皆位于晋东平原的六里陂 - 七首塘区域。 六里陂

是对烟浦埭等水利设施的统称, “埭九十有四, 烟浦最大。 承九十九溪来,
广袤五六里, 襟带南乡三十六埭, 绵亘永清、 和风、 永福、 永乐、 沙塘、 聚

仁六里。 县田三分之一仰溉于兹”, 因其范围囊括宋代晋江永清等六里, 故

名; 七首塘则是对盈塘等水塘的统称, “塘四十有一, 七首最大, 皆天塘也。
曰古塘, 曰盈塘……邑南乡故乏水利, 皆仰七塘。 塘水无源, 易盈易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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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城、 王孝谦主编: 《太原王氏沙堤乡志》, 1992 年内部刊印本, 第 360 页。
诏书原文为: “凡军民利病, 时政得失, 并许诸人直言无隐。 其在京各衙门大小官员各

陈所见, 以匡时政之失。 言或乖谬, 亦不加罪。” 见 《明英宗实录》 卷 280, 天顺元年

七月癸酉, 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 第 6010 ~ 6011 页。
王金城、 王孝谦主编: 《太原王氏沙堤乡志》, 1992 年内部刊印本, 第 362 页。
参见何乔远编撰: 《闽书》 卷 8 《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版, 第 188 ~ 189 页。



从广义上讲, 六里陂与七首塘可视为一体; 就狭义而言, 六里陂在西, 承九

十九溪诸流, 七首塘在东, 以水塘为要。 至迟在南宋, 六里陂 - 七首塘灌溉

体系已基本形成,① 相应的水利管理机制也在官方的干预下确立, 并为后人

不断巩固强化。②

宋元时期六里陂 - 七首塘区域的村落常有多种背景的人群共存, 王廷慎

家族的祖居地沙堤便在大、 小沙塘 (小沙塘又名濯缨塘) 之间。 据沙堤王

氏自述, 其始迁祖为元代千户王翰 (1333—1378 年):
太始祖翰公……仕名那木罕。 十六岁袭职授领兵千户, 镇守庐州,

有能名……自高祖以来, 皆以赐姓唐兀为氏, 迨翰袭职, 乃冠祖氏王。
元至正二十二年四月, 翰公随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镇闽……至正二十

九年, 调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 返闽道经晋江, 寓居沙堤。③

洪武四年, 王翰偕夫人刘氏与季子王偁 “屏居永福观猎山”, 朱元璋累诏,
翰皆不出, 最终自刭殉元。 王翰次子王仲留居沙堤, 系王廷慎先祖。④ 另据

耆老口耳相传和地方志记载, 沙堤为杂姓混居之地, 有王、 黄、 杨、 李、 庄、
萧、 蔡等氏, 还有色目人马速忽曾寓居于此。⑤ 不仅如此, 在沙堤西面还分

布着回回人后裔陈埭丁氏、 信奉明教的青阳庄氏以及被丁氏告发参与白莲会

的岸兜诸姓;⑥ 在沙堤东面的洑田塘附近村落则居住着不少前元勋贵, 如曾担

任蒲寿庚副手、 后多次出洋招谕南海诸国的孙胜夫的家族祖居地就在塘市,⑦

该地也是元末击败亦思巴奚兵的龚名安的家族根基所在。⑧ 此外, 有必要指

出的是, 塘市还是元代晋江税务司的所在地,⑨ 堪称重要的区域市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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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聚居在这一带的来源复杂的人群而言, 农业生产并非其主要生计模式, 是

故相较于水利灌溉, 彼时的六里陂 - 七首塘在海陆人员、 物资交流中发挥了

更大的作用。
入明后, 在官方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并出台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的背景

下, 修缮六里陂 - 七首塘灌溉体系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活动逐步得到重视。 在

柯胡 (Hugh R. Clark) 等的研究基础上, 苏基朗指出, 自唐末至元代, 泉州

农业从以种植粮食为主转向重点发展服务于市场贸易的商品化经济作物, 粮

食则越来越多地购买自外地。 这种农业的商品化是 “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

荣” 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海上贸易。① 然而, 明朝的国策

熄灭了泉州经济发展的引擎, 使人们无法继续从事高利润的贸易, 也就导致了

经济作物种植需求的下降, 以及粮食进口的难以为继。 因此, 修缮水利设施、
提高粮食产量便日益成为泉州社会关注的焦点。 例如, 晋江 《青阳霞浯家谱》
载其四世祖吴仁福 (1338—1395 年) 于 “洪武十八年造清洋陂, 兴筑水利,
公以陂首董其役, 捐赀效力, 乡都利赖”。② 又现存永乐十五年 《重修清洋陂

沿江斗门碑》 记云: “沿江斗门, 按旧载, 其源上接九十九溪, 下流烟浦入

于海, 灌田不下数千百顷。 肇自云庵祖师, 经始于宋嘉定二年, 岁久埝泄纺

(妨) 农, 迨大明永乐丁酉冬, 梅屿洪公克正与宗弟绍文率诸同志募缘董

工, 重新硈筑, 农无旱涝之忧……”③ 皆是明证。 水利设施密集的地区往往

亦多有桥梁, 自唐末至元代, 在海上贸易的刺激下, 泉州更是掀起了建桥热

潮。 不过, 不少石桥在天顺年间已遭废弃, 故王廷慎的方案之一即将附溪近

处四座 “百数年来不用通道来往之桥” 的石料, 以及惠安县两处 “推倒在

海” 的渡口的石料, 皆充作筑陡门和堤坝之用。④ 另外, 晋江税务司也在洪

武初年改名税课局, 并从塘市移建府城南门外。⑤ 由此不难发现, 王廷慎关

于金鸡水利计划的奏本, 在本质上是明前期泉州社会转型的一种集中反映。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晋东平原的村落水利联盟雏形初现。 如前所述,

至迟在南宋, 官方即已通过颁布塘规等办法确立了七首塘的管理制度, 周边

村落的关系也由此实现了某种平衡。 据 《闽书》 记载, 六里陂 - 七首塘区

域的不少村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手工业产品: “陈坑之民, 织竹以为器; 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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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之民, 细布而善酿; 下浯之民, 织席榨油; 沟头之民, 陶瓦砖; 拱塘之

民, 线猪瘠土, 食业不以传女婿。”① 这应是宋元时期长期发展的结果。 换

言之, 以水利设施、 商业贸易等为纽带, 晋东平原的村落在明以前已形成一

定规模的社会网络。 因此, 王廷慎的金鸡水利计划实际上着眼于整个晋东平

原, 只要计划顺利执行, 就可引水入盈塘等七塘, 灌溉十九都等七都 4500
户民人田地, 亦即从北侧为六里陂 - 七首塘区域注入水源, 使各溪流、 水塘

连成一片, 从而解决灌溉问题。 不过, 该计划最终没能付诸现实, 王氏家谱

将其原因归结为 “内官钻代包苴于上”,② 而事实上更多的反对声音应来自

灌溉渠道经过的村落和北岸泉州城内的士绅和居民。③ 较之宋元时期基于

“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 形成的平衡, 在明前期晋江平原的人们更多地将

精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情况下, 当地有限的水源已无法满足使用需求, 对水源

的争夺自然愈演愈烈, 具体来说就是争夺水塘, 进而围绕水塘结成相应的村

落水利联盟。 金鸡水利计划遭到的反对足以说明: 一方面, 此前的平衡已被

悄然打破; 另一方面, 晋江平原的村落水利联盟已初具规模, 并在事实上起

到了阻碍计划推行的副作用。 至迟在嘉靖年间, 十九都、 二十五都和二十六

都皆已形成以洑田塘为核心的村落水利联盟, 而青阳和沙堤等村则或据盈塘、
沿塘为己有, 或分大、 小沙塘之水源,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④

虽然王廷慎的金鸡水利计划不了了之, 但它反映出活跃于六里陂 - 七首

塘区域的来源复杂的人群在明前期的生计转变, 即从与海上贸易有关的行业

转而投入农业生产, 以获取基本的生存资源; 同时, 在水利设施营建等公共事

务中, 僧人已几乎不再发挥作用, 以上两方面皆指向明前期泉州社会的转型。

五、 结语

在嘉靖 《惠安县志》 中, 张岳提出过这样的疑问: 明朝 “承平日久,
民物殷阜”, “有余力以兴百务”, 为何泉州反而没有像南宋时期那样掀起建

桥热潮? 在他看来, 原因在于 “宋海舶无禁, 利入甚富且易, 不捐之于桥

梁、 道路, 则以崇侈释氏, 无所爱惜”,⑤ 一语道破了大规模海上贸易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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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至明代泉州社会变化的关系。 与之相近, 苏基朗和王铭铭并不否认明清

时期泉州海上贸易传统的存续, 但这同他们定义的 “繁荣” ———前者指区

域内 “跨部门多元繁荣”,① 后者则指 “海外贸易高度发达, 政治经济中心

得以建立, 文化多元局面形成”② ———不可同日而语。 诚然, 正如蒋楠强调

的, “中心港市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泉州沿海的衰落”,③ 明清时期泉州的

人口、 财富虽较以往均有所增长, 但昔日誉满天下的泉州在此时已沦落为福

建省平平无奇的一个府, 这种巨大的落差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明前期泉州不同人群的心态变化在金鸡桥的案例里有集中反映。 就在重

修金鸡桥前不久的成化八年, 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 是为泉州海上贸

易阶段性变化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 泉州的科举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 在

以朱鉴为代表的泉州士绅看来, 知府徐源重修金鸡桥这一具有 “神迹” 色

彩的事件呼应了数百年前 “金溪通人行, 状元方始生” 的谶语, 唤醒了泉

州士人被深藏百年的辉煌的宋元历史记忆。 而与朱鉴凸显徐源的贡献、 强调

营建学场不同, 定浩则侧重讲述黄裳等耆老、 惠禧等僧人在重建金鸡桥、 修

缮秦君亭等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指向至少在唐代即已形成的以寺院为核心的

泉州社会文化秩序, 提示人们关注僧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然而, 较之过

往, 彼时定浩珍视的这种传统已有明显式微的迹象。 苏基朗的研究表明, 在

泉州的海上贸易衰落之际, 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 攫取权力成为人们保

护地位、 财富的唯一途径, 这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 “使得海上

贸易机遇不再被众人所分享, 从而也加剧了精英家族间的紧张关系”。④ 此

类状况在明前期的泉州平民身上再次上演, 当人们意识到无法从 “区域内跨

部门多元繁荣” 中获利时, 便将目光投向农田水利, 极力争夺有限的资源,
乃至于出现村落水利联盟间的激烈对抗。

透过金鸡桥的案例, 我们固然看到了泉州 “逝去的繁荣”, 但亦可见当

地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存策略与生存空间, 以及旧有传统仍然具有一定生

命力的基本事实。 经由金鸡桥, 我们不仅能往来于晋江两岸, 还可穿行于

“同一座城市的宋元和明清之间、 ‘海交’ 与民俗之间”。⑤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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